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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政府上任後加大力度推動本港創科發展，讓業界大受鼓舞。過去不足一年的時

間，港府先後發表《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成立「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設立「工

業專員」、推出「產學研 1+計劃」。本年度《財政預算案》更提出多項措施，針對生

命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微電子等領域的科研和成果轉化進行布局。 

 

談及創科發展時，香港素來被稱為「擁有雄厚基礎科研實力」，而事實上，香港打造

「國際創科中心」的成效不但取決於創新科技及工業局的決心和魄力，教育局關於本

地大學的管理制度與撥款資助模式，亦具有相當龐大的影響力。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最新數字，政府撥款的研發（R&D）投資中，90.4%給予了高等教

育機構，而全港 3 萬多名研發人員中，有 63%任職於本地高等教育機構。 

 

可以說，香港大部分的科技人才資源都集中在幾間本地大學當中，而創科局轄下的大

部分資助計劃，均以大學研發人員和團隊為主要資助對象。包括 2018 年財政司撥款

100 億元設立「InnoHK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以鼓勵本地科研成果轉化，28 所受資

助成立的研發實驗室當中，有 27 所分別由 6 間本地大學參與。新設立 100 億元的

「產學研+1」計劃，也是面向本地大學的研發團隊。 

 

因此，即使政府通過創科局或創新科技署進行撥款，大部分的資金資源仍是投入到大

學科研人才當中。由於本地幾所較大規模的公立大學都是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簡

稱「教資會」）資助的大學，受聘於本地大學的科研人才，自然亦受到教資會對大學

的撥款策略和政策所規限。 

 

釋放大學科研力量 

 

教育局（包括教資會）在考慮本港高等教育的發展策略時，主要關注大學教學質素和

科研成果的學術價值，主要關注點在於公帑是否於大學自身的範圍內用得其所。因

此，大學對教授和研究人員的要求與評核準則主要圍繞三點，第一是學術研究和發表

論文的水平，第二是教學質量，第三是承擔大學內部的行政工作。 

 

在上述高等教育資助政策和教研人員受聘安排下，本地大學並不鼓勵，甚至是限制教

授和研究人員承擔「本業」以外的工作。因此，本港目前面臨的是大學資助和管理制

度在原則上不鼓勵，甚至限制大學教授或科研人員創業或將科研成果商業化的問題，



 

背後反映港府的高等教育資助政策仍未適應本港創科發展的實際需要。 

 

由於大學受公帑資助，教授工資實際上由政府支付，因此教資會資助大學對於教員的

工作規管甚為嚴格。首先，教員承擔大學以外工作內容的時間不能佔其總工作時間超

過 20%，即每周只有不超過一天可以在外工作。 

 

其次，由於大學教員工資由公帑支付，研發過程亦主要使用學校設備，故此研究成果

的知識產權傳統上亦屬於大學。知識產權屬於院校而非研究團隊本身，為科研成果轉

化造成不少挑戰，尤其是在產權談判過程中，對於希望購買大學科研成果的企業和資

本造成不少障礙。當前，部分本地大學已經在學校內部政策上作出修訂，為研發成果

的產權歸屬和使用提供更多靈活性，然而在教育局或教資會的層面，仍未對大學科研

知識產權的權屬在管理框架或理念上作出調整。 

 

再者，高等院校在教員表現評核時以研究論文的質量為主要指標，教員進行科研成果

轉化活動則不受重視。教資會及其轄下研資會的撥款當中，亦沒有明確鼓勵成果轉化

的激勵政策。雖然近年部分資助計劃加入了「經濟及社會效益」的元素，但這一廣泛

的概念並未有明確指標，與直接提供誘因鼓勵科研成果產業化有一大段距離。 

 

要釋放大學的基礎科研力量，不可單靠個別大學進行內部政策調整，更重要的是，有

關教育和資助當局在制定高等教育發展策略和撥款機制時的理念轉變。 

 

在香港，大學教授都是學校的全職僱員，一年 12 個月均領取工資，不能在外有其他

兼職；而研資局的資助計劃，亦清晰列明申請人必須以全職人員身份受聘於教資會資

助大學。 

 

一些美國的大學教授則在學校領取 9 個月工資，暑假 3 個月時間可以參與其他企業

或研究機構的項目。相比之下，美國的高等教育院校教員管理制度更為便利大學科研

人員接觸市場的技術應用需求，推動上游研發成果向中下游轉化落地；而香港甚至可

以說是在制度設計上不鼓勵大學教授進行有關科技成果轉化的活動。 

 

效美教授暑假兼職 

 

要成功鼓勵本地科研成果的轉化，可以從供需兩方面作出分析。從科研的供給角度

看，教授和研究人員決定研究方向時主要有兩大因素，其一是個人學術研究興趣，其

二是論文的學術價值和發表的機會。這些都是推動學術研究、理論搭建、進行基礎科

學研究的主要動力，但同技術項目本身的商業化可能仍存在頗大距離。 

 

從需求的角度看，技術需求的主要來源是市場，而企業則對技術需求有靈敏的觸覺，

自身亦擁有一定的生產資源可以滿足市場需求。打通企業和學界之間的合作渠道，可



 

以為科研成果轉化帶來一個需求驅動（demand-driven）的模式，借大學教授和研發團

隊的力量，協助企業更好地對接市場的技術需求，同時亦能釋放高等院校的研發人才

和資源，達致一個雙贏的局面。 

 

因此，為更好地利用本地基礎科研力量推動香港創科發展，需要在教育局、教資會和

大學三個層次作出一定程度的改革，在大學教授的工作時間、大學教員的評級機制、

知識產權的歸屬和使用三個方面作出突破，結合企業的技術需求和大學的技術供給，

實現「產學研」的協同發展。 

 

不少內地高校為了鼓勵科研成果轉化，在專利歸屬和使用權方面的安排非常寬鬆，例

如將七成以上的產權歸於研究團隊，大學僅佔三成，希望藉此向研發人員提供科研成

果商業化的實際經濟誘因。部分着重科研活動的大學亦可以考慮重新設計教員評核

和激勵機制，將科研成果產業化納入教員的評核指標，以鼓勵教授主動接觸「象牙塔」

以外的世界，發揮更大的社會影響力。 

 

為鼓勵大學與企業對接，建議香港學習美國模式，在 5 月至 8 月份本地大學暑假期

間「釋放」大學教授和研發人員的勞動力，鼓勵他們善用沒有教學任務的時間，參與

外間的應用型研發項目。當中涉及到教員的工資和福利事宜，可以通過企業與大學的

合作靈活處理，在不影響教員的現有年薪收入和福利安排下，例如將原有年薪在承擔

教學工作的 8 個月期間發出，或者部分年薪由企業承擔。 

 

是否允許大學教授用三分之一的時間參與商業研發項目，則涉及特區政府資助高等

教育的政策理念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矽谷正因為附近大學有靈活的兼職制度安

排，大批大學教授一半時間在教書、一半時間在企業做研發，甚至即使花 2 至 3 年

時間在企業工作，仍能在大學維持教席，建立起企業和大學之間的「旋轉門」，亦為

科技企業提供不少的研發人才來源。 

 

研究人員如果長期在學校任職，往往只從學術角度來思考問題，以至對產業界的需求

不熟悉，難以達到將產業界和學術界科技人才資源結合的效果。相反，如果研究人員

在產業界有一定的工作時間和體驗，則有更多機會產生思維碰撞，對接「產」與「學」，

為解決市場的技術需求帶來更多機會。 

 

提供渠道衝出香港 

 

推動本地基礎科研成果轉化，不但要打破大學「校內」和「校外」的限制，更要提供

渠道讓本地大學的研發資源「衝出香港」。 

 

香港自身的產業力量弱，大部分產業技術需求都在大灣區乃至龐大的內地市場，甚至

海外市場，因此，能夠將香港的研發資源同香港以外的企業有效結合相當關鍵。建議



 

便利大學研發人員在「暑假」或限定時間到內地和海外企業短暫工作的通道，更好地

釋放本地基礎科研力量，為全球科技發展添加更多的「香港元素」。 

 

最後，建議港府盡快與中央溝通協調，打通內地創投資金「過河」，更好地推動本地

科研成果對接內地的市場需求。 

 

5 年前，24 名在港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便曾聯名寫信，反映國家科研項

目經費過境香港使用的問題，獲國家主席習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容許香港的大學和科

研機構申請，並在港使用中央財政科技計劃項目經費。 

 

上述僅屬學術研究類的財政資金「過河」，而目前內地仍有大量的產業資本希望能夠

「投得好項目」。香港城市大學的「HK Tech 300」已經與數間在港的內地投資企業建

立合作關係，雖然並非直接的創投資金「過河」，但已經是有意義的嘗試。建議進一

步推動內地創投業界和企業機構與本地大學合作，例如由雙方聯手成立一個內地商

業資本直接投資香港本地初創項目的特殊通道，將可以進一步拓寬科研成果轉化「需

求驅動模式」的渠道，更好地釋放香港的基礎研究實力，以推動「國際創科中心」的

建設。 

 


